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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边疆整合 
 

孙保全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中国传统的疆域格局是异质性的，在“核心—边缘”二分视野下，边疆形态是碎片化的。在近代以来的民

族国家构建过程中，边疆治理的核心课题就是按照民族国家一体化特质，将这种碎片化边疆转换为整体性边疆。

这种边疆整合工程在晚清以后逐步开启，并在民国时期得以推进。其中，主权体制建设导致边疆形态领土化，中

华民族建构促使边疆归属一体化，地方制度变革推动边疆政治均质化。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总

体完成，随着边疆领土属性的确立，政治制度的统一，以及社会文化的彻底改造，一种整体性的边疆形态由此基

本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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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主权体制的王朝时代，国家疆域经常随着

王朝实力消长和统治者政治偏好转移而发生盈缩变

动。其中，作为国家疆域边缘地带的边疆区域，在王

朝版图中的流变显得更为频繁。即便作为中原王朝的

地方政权，边疆区域与内地之间仍长期保持着二元性

的格局，同时不同边疆区域之间也不是一个整体，而

是一个个在政治生态、经济生业、社会结群和文化形

态诸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的空间版块，呈现出异质性

和碎片化的形态。这表明，中国传统的疆域构造是异

质性的，在“核心—边缘”二分视野下，边疆形态是

碎片化的。这种碎片化的边疆现实，同王朝国家的国

家形态和治理逻辑是相适应的。然而，近代以后，随

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进程的开启，这种碎片化的边疆

形态日渐同民族国家的一体化特质难以兼容。传统碎

片化和异质性的边疆架构不仅给国家形态转换带来了

严峻挑战，而且对民族国家主权体制的形成、中华民

族建构、统一政治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制约作用。因此，

中国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

是如何将这种碎片化边疆转变为整体性边疆，以实现

国家疆域的整合。从历史过程来看，这种边疆整合工

程在晚清以后逐步开启，在民国时期得以推进，并最

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得以基本完成。 

 

一、主权体制建设中边疆形态的 
领土化 

 

近代中国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是迫于

救亡图存压力而被动开启的。其中，民族国家的主权

属性和领土要素，因与挽救国家危亡直接攸关，而成

为重塑国家形态的首要任务。在进行民族国家构建过

程中，主权原则成为中国处理外交关系以及划定疆域

和边疆范围的主要依据。在这样的条件下，边疆逐渐

处于国家主权的管控和保护之下，由此成为国家领土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边疆的范围变得更为稳固，边

疆同内地之间的整体性也大大增强。 

鸦片战争以降，当中国王朝国家与西方民族国家

发生直接而激烈的碰撞之时，传统的朝贡体系不仅无

法将列强纳入到既有秩序中来，反而被强行裹挟到民

族国家所构成的更大的世界体系之中。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的国家观念日渐“将至高无上的华夏文明世界降

格为西方国际体系内的一个地方性邦国”[1]，并且被

迫将文明性的“天下”疆域转化为主权性与国家性的

领土范畴。一方面，受王朝中央统治程度较深的“属

部”的大片边疆区域被强行割让；另一方面，作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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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属国的周边国家也相继被西方列强纳入殖民体系，

而脱离了传统的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亚体系。在这

种情势下，清王朝不得不以牺牲巨大利益为代价，逐

步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确立疆界，从而初步形成了国家

外沿断断续续的边界。 

这些边界大都是在外部力量的淫威下被迫划定

的，因此具有突出的不平等性。然而，从实际层面来

看，“缔约各国在确立边界过程中，从某种程度来说，

也无意识地帮助了中国主权的定形。随着国际法成为

国家关系的准则，对中国主权的不断侵犯就形成了对

中国剩余领土的主权承认，而满清在中亚和北亚征服

地域也就成为合法的并受到承认的中国国土了”[2]。

这样一种主权机制对于整体性边疆的形塑是通过双重

路径实现的：一是将边界之外的、国家控制最弱、碎

片化最强的疆域排除在领土之外，通过这种消极的缩

减方式增强边疆的整体性；二是确立了国家主权占有、

控制和管辖的空间范围，加强了边疆的领土化，通过

这种积极的建构方式增强边疆的整体性。 

清朝祚灭，民国初建。南京临时政府由于存续的

时间较短，因而对于边疆领土化的影响较多地停留在

思想和理念层面，而在实践层面上的作用则较为有限。

在北京政府成立之时，中国的边疆形势非但没有得到

改善，反而更加危急。“西南、西北、东北边境出现严

重危机，中国正面临被肢解的危险”[3]。此后，随着

中国主权体制的进一步做实以及边疆领土化程度的进

一步加深，这样的边疆危机逐步得到缓解。 

一战以后，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一方，在外交关系

上取得了较大进展，尤其是针对以往不平等条约的“修

约”及“废约”的外交行为，对中国主权体制的发展

起到了推动作用。特别是在 1921 年华盛顿会议通过的

《九国间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

明确提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

整”[4]。与此同时，北京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来强化

中央对边疆的主权控制，力图将边疆地区维系在国家

的领土范围之内。一方面，北京政府极力断绝或削弱

边疆地方的主权性权力，以强化中央政府主权权威。

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央政府采取权宜性的怀柔政策，

以维系边疆地方同中央的关系，但在必要之时也采取

了强硬手段来维护国家主权。这不仅使得辛亥革命后

皇权体制解体带来的边疆危机得到缓解，而且在主权

领土方面推进了边疆的整体化进程。在极为不利的大

环境下，北京政府保证了中国边疆领土基本上维持了

原状，这样的内政外交成就实属不易。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军阀混战的局面得到控制，

国家能力和中央政府的权力都有所增强，由此加深了

对边疆地方的主权管控。在这一历史时期，边疆区域

的传统权力受到很大限制，主要被限定在地方政治层

面，而对于军政、外交及其他关乎全局的重要权力，

则逐步上收到国民政府手中[5]。这样的举措，实际上

是对中央和边疆地方的权力进行了划分，使得国家的

主权归属到中央层面。与民初的中央政府相比，南京

国民政府更加强调对边疆地区的主权性管辖，并努力

将国家权力更为深入地延展到边疆内部。以此削弱了

边疆的分立和分离倾向与实力，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

杜绝了国外势力通过与边疆地方之间密谋勾结或私订

协约以实现分裂中国版图的目的，使得边疆更加牢固

地维系在完整性的国家领土之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作为抗击法西斯的主

要国家之一，国际地位和声望有所提升。作为战胜国，

中国收复了被日本侵占的大片边疆区域，排除了边疆

地区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确立和巩固了边疆的主权

归属。此外，随着战后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以及联合国

的成立，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被重新塑造，主权国家

大量涌现，主权体制得以在全世界普遍推行。至此，

中国以主权独立的国家身份，真正融入到新的世界体

系中。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也在更深刻的层

次上得到外部承认，进而获得了实质性内涵。在这一

过程当中，虽然国家的疆域及边疆，仍旧存在着较大

的异质性和差异性，但是就主权领土属性这一根本性

的要素来说，其整体性大大增强了。 

 

二、中华民族构建中边疆归属的 

一体化 
 

作为与民族单位连为一体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

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近代以后，中国人逐步模仿

西方国家中“民族”(nation)的基本样式，来重新定位

中国的族际关系，同时打造一体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在这个过程中，边疆属性由归属各个族体的“民族

性”，逐渐转向由全国人民所共同拥有的“中华民族

性”，由民族因素造成的边疆碎片化格局也不断向着

一体化方向发展。 

晚清时期，在民族国家和民族概念传入中国之初，

对于如何认识中国民族结构的问题，“革命党”与“保

皇派”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论战。前者坚持从种族主

义出发，在“内地十八省”强化汉人的民族意识，并

对其他少数民族群体采取排斥态度。而以康有为为代

表的君主立宪派，则继承了“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的文化主义传统，主张将业已接受华夏文明的满人等

“外族”纳入“中华”范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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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形成了近代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双

重模式。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革命党人主张的将

民族国家解读为“一国一族”，并且将汉族等同于中华

民族的观点占据了主流地位。 

在民族国家构建之初，革命派精英分子所主张的

民族主义不仅是要构建起一个作为“nation”的汉族共

同体，而且要恢复汉人对中原故土的排他性统治，而

那些作为“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连同其生活的边疆

地带就成为了被驱除的对象。这种种族式的“一国一

族”思潮对当时的国家统一产生了极大的解构作用，

保存“中国本部”和放弃边疆的主张，使得原本就动

荡不安的边疆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从而加剧了边疆的

碎片化形态。 

辛亥革命以后，在反思种族主义革命的基础上，

“五族共和”理念得到重视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中

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之时，孙中山就在《临时大总

统宣言书》中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

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族

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6]随后，在各省代表会议

上，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被拟定为中华民

国的国旗，并最终被当时的临时参议院确定为国旗。

这表示，“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

经得到了广泛认可。在这一理念的导向下，1912 年《中

华民国临时约法》进一步明确：“中华民国的领土为二

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

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是中国历

史上首次以国家宪法的形式，将非汉民族聚居的边疆

地区认定为国家的领土范畴。 

从实际的政治效果上来看，“五族共和”话语在边

疆地区也得到了各族民众和上层人士的普遍响应和支

持，并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发挥了边疆整合的

作用。但这种多元主义的民族建构模式，所产生的边

疆整合作用很快便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而日渐式

微。一战以后，在威尔逊和列宁的大力鼓吹之下，民

族自决思想潮流开始在全世界传播蔓延。在这样的世

界潮流下，英国、日本、苏俄等国家出于自身利益需

要，开始借由“民族自决”口号策动中国边疆的一些

民族上层从事分裂活动。为有效规避“民族自决”带

来的冲击，中华民族的构建理论和构建进路开始由多

元主义转向了一元主义。 

1920 年代孙中山等人提出了一种“民族同化”的

论调，主张以汉族为中心来同化其他民族，并以“大

熔炉”政策来冶炼出一个一元化的中华民族[7]。这种

建构模式并未得到当时北京政府的支持，却对后来国

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九一八事变”以

后，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和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

国内各民族间的命运共同体认同越来越得到强化。与

此同时，中华民族的理论构建也步入了新的阶段。与

此前孙中山等人提出的“民族同化论”不同的是，这

一时期的中华民族构建话语以“民族同源论”为主导。

在遭遇中国各族人民一致对外的抵抗之后，日本帝国

主义试图采取策划边疆分裂的手段来瓦解中国的抗战

力量。为预防民族主义泛滥带来的国家危机，傅斯年、

顾颉刚等人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直指

滥用“民族”概念暗含的政治风险。受其启发，蒋介

石在 1940 年代提出了“宗族理论”，认为中华民族是

一个整体，汉、满、蒙、回、藏均为中华民族大家庭

之下的宗支而非“民族”[8]。自此以后，“中华民族宗

族论”逐渐取代了“五族共和”，成为官方论述国内民

族问题的统一口径，也占据了当时中华民族话语体系

构建的主流地位。 

随着中华民族认同构建和理论构建的不断推进，

内地和边疆之间因民族和文化要素而形成的鸿沟也逐

步得到弥合。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下，唯有

中华民族能够“作为‘民族’单元来建立‘民族国   

家’”[9]。这样一来，边疆同内地共同构成了同一民族

共同体的生活区域，打破了原有的因族体区隔而形成

的内外分际的疆域格局。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已

然由一种自在形态升华为一个自觉共同体，国家民族

主义和国家认同的增进，也使得领土认同日渐内化为

广大民众的政治认同，而这对于多民族国家疆域的统

一性和整体性维护又是不可或缺的。 

 

三、地方制度转型中边疆政治的 

均质化 
 

在王朝国家时代，边疆地方政治具有多样性和相

对独立性的特征。自秦朝开始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体

制主要体现在中原地区，而在边疆地带则表现得并不

明显。长期以来，边疆地区在相对封闭的政治地理空

间场域下，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地方政权体系。而中原

王朝所采取的因俗而治和羁縻治策措施，使得这种边

疆地方政治形态得以延续和强化。在这种政治体制下，

边疆地方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松散，边

疆治理更多时候是一种由地方政权主导的高度“自

治”。 

与传统国家形态不同，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

统一性和渗透性的特征。为了实现对“主权范围内的

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10]以及形成“全国范围内

的统一的民族市场”，民族国家必须形成“统一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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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制政府”[11]，并取代其他社会权威与一切组织成

为合法暴力的垄断者和独享者。国家治理达到了政权

和治权上的高度统一，国家力量不仅深入到社会基层，

而且延伸到边陲的各个角落。出于国家治理的需要，

边疆政治仍然可能存在较大的独特性，但是必须在国

家统一的制度安排下组织和运行。边疆地区的政治生

活，也不大可能游离于中央政府的权威之外，而必须

在国家制度框架中展开。这样的客观现实使得边疆地

区在政治上的同质性与一体化水平被大大提升了。 

晚清时期，中国就开始按照民族国家的政治特征

来调整边疆地方制度。其中，最为典型的做法便是将

施用于内地区域的行省制度，向边疆地区移植和推行。

在此之前，清朝的边疆地方制度具有鲜明的羁縻性特

征，如在维吾尔族地区实行伯克制度，在北疆地区实

施扎萨克制度，在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等。而

不断加深的边疆危机，使得羁縻统治下的边疆空虚问

题空前凸显，从而迫使清朝“放弃固有的统治方式，

通过对周边地区积极地行使权力，使其与内地一体 

化”[12]。有清一代，省制无论是在空间位置上还是在

政治属性上，都具有突出的内地性特征。而晚清建省

行为，则正是要改变边疆地方制度的多样性和异质性

状态，转而推动其向着内地化和一体化转变。这样的

重大调整，被西方学者视为“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  

碑”[13]。 

民国建立以后，边疆地方制度发生了更为深刻的

变革。北京政府时期，颁布了整理全国地方制度的三

道“统一令”，规范了省、道、县的三级行政区划。

为实现边疆政治与全国形势趋于一致，北京政府在热

河、绥远、察哈尔等边疆地区设置了特别行政区域，

以此作为统一省制和县制的过渡性地方制度。南京国

民政府时期，在统一省、县两个地方层级的基础上，

继承并发展了这种内地化和一体化的边疆地方制度变

革取向。在省级层面，先后推动实施了青海、宁夏和

甘肃的分省设治，重划原内蒙辖地进而设置了热河、

察哈尔和绥远三省，以及在西康地区建省；在县级层

面，边疆地区广泛成立了“设治局”，以为此后统一县

制做准备。 

纵观近现代的历届政府对边疆地方政治制度的调

整，大体上起到了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充实了边疆

地区，并且在政治层面将边疆的范围由内向外推移，

在地缘政治上抵御了国际势力在边疆地区的渗透和内

侵；二是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方的实际控制，在一定

程度上克服了边疆地区的分裂主义与地方主义；三是

推进了内地与边疆在行政管理上的整齐划一，从而推

动了国家政令的统一与执行。由此来看，随着地方制

度变革的深化，边疆政治一体化程度也得以大大增强。 

 

四、民族国家建立与整体性 

边疆的重构 
 

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传统边疆形态逐渐被民族国

家构建力量所解构、重组和整合。但无论是晚清政府

还是民国政府都没有建立起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在此条件下所推动的边疆整合总体上仍处于一个不断

积累的量变阶段和过渡性阶段。1949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的基本建立。此后，国

家主权获得独立，中华民族成为国家政权的所有者，

统一性的人民民主制度逐步确立，执政党和中央政府

所拥有的国家能力空前提升。在这一系列条件下，党

和新中国政府开始能够真正按照民族国家的治理需要

和政治逻辑，在多个维度上加深边疆整合。 

首先，领土性边疆的整体构筑。新中国成立伊始，

就自觉运用主权领土原则来划分陆地边疆范围。但囿

于国内外形势，在一定历史时期对领土争端采取了一

种“维持现状”和“不承认主义”的态度。此后，受

到中苏、中缅之间领土纠纷的刺激，中国政府逐渐认

识到：“我们的对外关系中，有切身利害的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华侨问题，一个是边界问题。我们同周边国家

都有边界纠葛，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14]

与此同时，在抗美援朝取得胜利以后，中国在地缘政

治上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处理边界问题

便被提上政治日程。在这样的情势下，执政的中国共

产党和新中国政府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开始着手同

周边国家划定边界。截至 60 年代中期，中国已陆续同

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等国

家划定了边界，有近一半的陆地边界线得以标定。这

样一来，中国陆地边疆的外部界线渐次廓清，“有边无

界”的边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其次，边疆政治的统一安排。人民民主政权在边

疆地区的建立，为促进边疆政治的一体化，加强中央

政府对边疆控制和治理创造了最为基本的政治条件。

边疆地区传统的政治体系和体制外权威逐渐被统一的

国家政府体系和地方政治制度所取代。在边疆地区的

地方政权建设方面，省级行政区层面统一设置了“省”

和自治区政府；在县域层面，则废除了民国时期过渡

性的“设治局”，统一推行了县制(包括自治县和自治

旗)。在统一的地方政府体系和政治制度建立的基础

上，边疆居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保障，由此也推动了

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政治上的整合。同时，由于统一政

权和制度的建立，也使得国家宪法、法律和政策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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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地区得到贯彻实施，国家权力和政党力量也得以延

伸和扎根到边疆基层。 

再次，边疆社会的全面改造。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边疆地区存在着极为复杂和多样的社会形态。面对这

种情况，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慎重稳进”的基本方针

下逐步开展了边疆社会的全面改造。从时间维度上来

划分，边疆社会的改造大致可分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

义改造两个阶段。其中，民主改革以土地改革为核心，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入手，逐渐废除了边疆地区

的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而社会主义改造则在民主改

革基础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将边疆社会引向了社

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改造的区域类型上划分，边疆

社会改造可分为农业区、牧业区和城市的社会改造。

其中，边疆农业区和城市的改造与内地大体上遵从了

同样的社会改造模式。而对于边疆牧业区的社会，则

因为其特殊的生产方式，经历了“步子更稳些、政策

更宽些、时间更长些”的改造过程，其改造方式也更

为特殊。经过这样的改造活动，大部分边疆区域的社

会形态的异质性得以削弱，而同内地之间的同质性则

大大提升了。 

最后，边疆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经过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改造，边疆的社会文化也发生了深刻转变。其

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开国元勋凭借其巨大感

召力和影响力，在边疆地区形成了势能强大的魅力型

权威，弱化或消解了边疆民众对于传统政治权威的认

同和信仰，并以此为中介强化了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

同时，边疆文化教育机制的形成和推广，起到了“改

造旧的社会、旧的思想、旧的人，建立新的社会、新

的思想，培养有社会主义党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5]

的作用。而边疆的统战工作，从另一个维度加深了对

边疆上层人士的思想改造，增强了其对于执政党和新

生政权的合法性认同。此外，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展

的政治运动，通过政治动员途径在政治文化层面上也

提升了边疆民众的现代政治认知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的热情。 

除此之外，建国初期针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

扶持发展和规模空前的移民支边、屯垦戍边等举措，

也进一步推动了边疆地区经济形态、人口结构和社会

文化的一体化进程。这样一来，自晚清开启的边疆整

合工程，随着民族国家的基本建立而进入了新的历史

阶段。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持续治理，边疆形态从

总体上实现了由碎片化向整体性的转型和重构，这对

于当代中国的边疆治理产生了基础性和决定性的   

影响。 

 

五、结语 

 

从本质上来看，民族国家一体化与边疆异质性之

间存在着固有张力。民族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

强调政治形态上的一体化与国家治理中的政治整合。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边疆天然就是一块异质性

和差异性的区域。在前民族国家时代，国家统治和国

家治理对一体化的要求并不突出，因此边疆地区的异

质性并不一定构成一个“问题”。但是在民族国家语境

下，这种“一体”与“异质”之间的矛盾就被凸显出

来了。凡是疆域面积广袤，边疆多样性和异质性突出

的现代民族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协调和平衡这种矛盾

的任务，或者说都面临着如何实现边疆整合的问题。

总体来看，克服“异质性”、实现“一体化”是晚清至

国民政府时期中国边疆治理的一个基本取向，但这种

一体化进程也伴随着边疆区域多元化力量的抵制。在

这个边疆形态“民族国家化”的过渡阶段中，这种抵

制表现为传统对现代的反叛，以及地方利益对国家利

益的抗争。实际上，时至今日中国的边疆整合工程也

尚未彻底完成，特别是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实

现“内地-边疆”整体化发展、持续推进边疆的认同整

合与社会整合等方面的问题，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异常

复杂。不能深刻认识这种“一体化”与“异质性”之

间的关系，就无法理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边疆形态

的演进轨迹和内在逻辑，也无法理解今天民族国家建

设中边疆问题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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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territory pattern is heterogeneous in China. From the binary perspective of “core-periphery”, 

the traditional frontier form is fragmented.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 nation-state in the modern times, the core 

issue of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is to transform the fragmented frontier into integral frontier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nation-state integration. This kind of frontier integration project start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it is promot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mong them, the construction of sovereignty system leads to the territorial form of the 

frontier; Chinese nation building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frontier entitlement; and the local institutional system 

reform to promote the homogenization of the frontier politics.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marks the overall completion 

of the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frontier territorial attribute, the unified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complet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culture, the integrated form of frontier is basically 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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